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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富有批判精神与民主情怀的美国批判教育学家，吉鲁敏锐地看到

了美国公民教育面临着理想的遗忘、政治性质的遮蔽等方面的挑战，难以培养出民主

社会所需要的公民。为此，吉鲁从理性、关怀、美德三个维度构建了公民教育观，即聚

焦批判性思维形成公民理性、依托激进人文主义增进公民关怀、基于公民勇气践行公

民美德。吉鲁力图通过发挥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效力、回归学校的公共领域角色、推动

教育者成为转化性知识分子来实现其公民教育的理想蓝图。吉鲁的公民教育观是在

批判保守与激进公民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发展了公民教育的理论范式，推进

了公民教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省思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教育的发展，培育推动时代进

步与社会发展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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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富有批判精神与民主情怀的美国批判教育学家，亨利·吉鲁（Henry Giroux）
一直主张公民教育是重要的道德政治实践活动，倡导通过教育振兴民主的公共生活。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文化与实证主义文化的双重冲击下，美国公民教育面临着理想的

遗忘与政治性质的遮蔽等方面的挑战，难以培养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为此，吉

鲁在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内指明了全球化时代美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即，把学生培

养成为能够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挑战的公民。对吉鲁的公民教育观进行探究，将有助

于我们深入省思全球化背景下公民教育的发展，培育推动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公

民。

一、时代、文化与教育：吉鲁公民教育观的形成动因

教育思想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学者基于时代之问而形成的独特应答。在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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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看来，作为权力的关键场所与武器，文化是政治和教育的基础。无论是全球化带来

的人类命运休戚相关，还是美国国内新自由主义文化与实证主义文化对公民文化的

冲击，都深刻影响着美国公民教育育人目标与功能的实现。面对公民教育的时代拷

问与文化冲击，吉鲁秉持着“教育学是一个始终未完成的项目”这一研究理念，深入考

察美国公民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以及面临的危机与挑战，进而描绘出公

民教育变革的“乌托邦”。

（一）全球化浪潮对公民教育发展的推动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今天，全球化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所谓全球化，意

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诸多活动领域由封闭状态转为全球性流通状态。

它肇始于经济全球化，随后扩展至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形塑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

式，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更加凸显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

的重要性。吉登斯指出，作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

过程，它既在分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1］这些新形式既产生

了风险与危险，也为反思知识与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全球化进程对公民教育来说是把双刃剑，使其发展面临着诸多机遇的同时也需

应对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它拓宽了公民教育的空间，丰富了公民教育的内容，使社

会契约突破了国别和地域的限制，公民行使权利、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诸

如气候危机、和平、正义、民主等重要议题，均已成为公民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全

球这一公共空间内，应允许公民质疑权威，通过审议、对话、辩论等方式实现社会正

义。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影响着公民教育的身份认同功能。“公民教育首先是国家

认同的教育，而且本质上就是国家认同教育。”［2］但是，全球化浪潮容易造成全球意识

与国家认同对立的局面。当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相互冲突时，公民会产生站在何种

立场的困惑，从而造成身份认同危机。吉鲁认为，国家身份认同必须避免形成狭隘的

爱国主义，应基于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认同来追求多元与包容。

（二）美国新自由主义文化对公民教育理想的遗忘

新自由主义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先后经历了古

典自由主义、改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三个阶段。改良自由主义针对古典自由主义

倡导“自由放任”引发的弊端，主张“积极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则反对国家和政府的

干预，主张回归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私有化和市场化。新自由主义一切以利益为出发

点，旨在实现资本的快速集中积累，推崇“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使得个体为追逐

私人利益、获取稀缺资源而放弃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围绕个

人主义、消费、效率等话语将公共问题归结为个人问题，削弱了人们对公共价值观的

认同感。

吉鲁认为，随着重视私有化、商品化和无节制个人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

起，那些对民主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已被严重破坏。二战之后，美国出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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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的考虑，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并将麦卡锡主义吸收其中，这一思潮也渗入到

美国的教育领域，“从前把公立学校教育视为重要公共服务的高尚传统在美国已经迅

速衰落了”。［3］随着国家对教育干预的减少，市场逻辑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学校教育，学

校教育的时间与空间被私有化，公共时间被企业时间所占据，公共空间沦为消费场

所。吉鲁指出，企业时间根据成本效率、利润和市场理性衡量生产力、空间和知识。

与之相反，公共时间致力于条件的创造，以促进人们对集体行动塑造未来意义的持续

分析与历史反思。在此过程中，公共时间也并非简单拒绝所有对效率的呼吁，而是

“将公民教育视为正义的基石，因为它为个人提供了技能、知识以及对权力反思的条

件，强调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承担公共责任的必要性”。［4］但是，企业时间塑造了教育空

间，使之异化为消费的场所。教师与学生的身份随之发生转变，教师成为技术工匠或

企业的附属品，而学生则变成消费者。随着新自由主义对教育时空的侵占，公民身份

被定义为没有自主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个体。为此，吉鲁试图在批判教育学的理论

框架内找回公民教育业已丢失的理想，重新彰显公民教育的意义。

（三）美国实证主义文化对公民教育意义的遮蔽

1830年，社会学家孔德出版了《实证哲学教程》，标志着实证主义的产生。孔德指

出：“我们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归结为在一切方面对存在物做系统评价，并放弃探求其

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5］20世纪初，“维也纳”学派掀起了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并在 40
年代左右进入了美国，因其经验论传统迅速在美国哲学界站稳脚跟。然而，实证主义

也因其“价值无涉”的立场与历史意识缺失的倾向，受到了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

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是“以自然科学为模板，

以知觉观察和量化的方法论原则为基础来发展社会研究的形式”。［6］

吉鲁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同时他将作为哲学运动的实证主

义与作为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文化区分开来。他视实证主义文化为“实证主义思想

的遗产，这种遗产包括那些仍然对现代思想产生影响的信念、态度、技术和观念”。［7］实

证主义文化将关于实证主义原理的争论焦点从哲学领域转移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在

吉鲁看来，美国社会对历史文化的压制和学校教育对历史兴趣的丧失，背后是科学技

术的兴起和实证主义文化的发展。［8］于是，美国实施的公民教育成为人类走向维持现

状与既有命运的工具，缺乏对“人是什么”以及“人应当是什么”的主体性反思，历史意

识失去了立足之地。这种压制历史的表现否认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和超越

性，以至于历史不能再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深刻的视角。然而，历史意识却对公民批判

意识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当青少年失去历史意识时，历史便失去了意义，批判意识

也就无从谈起。

在实证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公民教育表现为公民身份传承和社会科学两种模式。

前者基于客观性和中立性的理念，主张知识来源于确定的事实，对其背后的合法化机

制视而不见，这种模式下的教师和学生角色是僵化的、刻板的。后者虽试图摆脱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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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局限性，但仍基于客观性理念将知识神圣化，这种模式下的教师仅仅是提供知

识的专业人员，学生也只是固定知识的接受者。概言之，这两种公民教育模式都忽略

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将知识脱离了赋予它意义的政治背景和文化传

统。吉鲁进一步指出，富有批判性的知识观应该将知识定义为与人类意图和行为相

关的社会构建。就此而言，知识必须与权力联系起来，以成为人们认识并改造社会的

武器。为此，吉鲁强调，要想使公民教育在建设民主社会方面富有成效，就应避免实

证主义文化对公民教育观的消极影响，重视历史记忆，发展出一种聚焦理性、关怀与

美德的公民教育观。

二、理性、关怀与美德：吉鲁公民教育观的三维构建

吉鲁跨越学科边界，力图使文化研究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资源。在文化研究中，

所谓“身份”，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地位的某些明确且具

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

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也被称为‘认同’”。［9］“身份”是政治组织概念中的关键部分，

在吉鲁看来，公民身份是一种社会构建的历史实践。［10］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公民教育

亟需转变为广泛意义上的道德和政治实践。吉鲁一直以来致力于让教育更具政治

性，以推进批判教育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他从理性、关怀、美德三个维度构建了公

民教育观。其中，公民理性是公民成为社会主体的基础，公民关怀是社会主体确立正

义价值取向的前提，公民美德则是社会主体基于正义价值取向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条

件。只有三者在公民身份中得到彰显，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吉鲁所说的参与世

界并改变世界的公民教育目标。

（一）聚焦批判性思维形成公民理性

吉鲁认为理性在协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理性不再像早

期启蒙运动者描述的那样，仅仅是批判思维的演练，而是更高层次的理性，是思想与

行动的联结点，旨在解放某一团体或整个社会”。［11］在吉鲁看来，理性所承载的不仅仅

是批判性思维，更在于它所具有的解放价值。公民理性要求社会主体具有历史理解

能力与问题分析能力，能够用辩证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聚焦于批判性思维搭建起思

想与行动之间的桥梁。

吉鲁跨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鸿沟，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后现

代主义中的历史解释学结合起来，重新定义了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在吉鲁看来，批

判性思维是一种打破常识性假设的能力，它不仅仅是一种推理形式，更是一种政治行

为。［12］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批判性思维既要求个体进入历史中，又要求个体从历史中

走出来。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打破市场原教旨主义、个人主义、商品化观念的桎梏，在

现实中获得参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与他人一起行动，共同参与历史的塑造。历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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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以进行批判性对话的叙事，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宝库。批判性思维的形

成与历史理解不可分离，这并不是说历史是“一个很容易被挖掘出来的真理城堡”，［13］

它不能提供任何保证，但可以用来达至解放。通过谨慎地审视历史，人们可以理性看

待自己与他者、与世界的关系，进而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

公民理性不仅需要走进历史，而且需要面对现实。吉鲁认为，批判教育学强调历

史和社会分析，关注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努力缩小学习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距，

鼓励教师和学生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对吉鲁来说，学校是呈现个人与群体之间辩

证关系的权力地带，二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中保持着张力。批判性思维

则在其中促成了批判性的反思与行动，“批判性的反思与行动是社会民主项目的一部

分，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改变不公、改变自己的持久信念。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与权力

不可避免地与一个前提有关，即生命选择”。［14］质言之，批判性思维既有利于提升学生

参与并改造社会的理性能力，又可以激发其尊重、关怀他者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既

蕴含着人对自身生命意义的追求，又体现了自我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共在”关系。

（二）依托激进人文主义增进公民关怀

吉鲁着眼于人类生命发展的整体性图景，提出了激进人文主义的概念，强调一种

超越国界的社会正义，深刻体察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境况。［15］在吉鲁那里，激进与批判

是同义词，“我不能想象，一个激进的立场，同时却不是批判的”。［16］吉鲁的激进人文主

义意在促进人们形成对国家之间、人类之间依赖关系的深刻认知，关切本国或地区之

外的人类处境，进而为实现社会正义付诸努力与行动。现代科学技术一路高歌猛进，

教育方式与教育场所也因此获得多元化发展。但是，在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的双重

驱动下，人成为“消费者”，主体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个人主义逻辑。个人主义逻

辑充斥着对他人与社会的排斥，导致了人与他者、社会之间的疏离感、分离感与不安

全感。在吉鲁看来，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原子化”所造成的心理后果。

“社会原子化”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个体社会参与度

的降低、与他人联系的弱化、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丢失。［17］为此，吉鲁警示，教育改革不

应痴迷于技术与市场逻辑之中，而应充分发扬激进的人文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技术理性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导致人的

物化，使之无法摆脱“技术统治的怪圈”。这一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持一种悲观主

义态度，虽渴望“乌托邦”的来临却又对此毫无信心。吉鲁也看到了技术理性的危害，

但是他并没有追随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论调，而是以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拒斥

了这种悲观主义，通过教育在危机中寻找生机，进而描绘出公民教育的愿景。吉鲁的

这种乐观并非盲目的乐观，而是“对历史、个人与集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公民勇气以及

有教养的希望有着深刻的理解”。［18］

公民应关切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境况，以激进的人文主义避免“社会原子化”的形

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远不仅仅是‘存在’，更是一种与世界和他人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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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19］面对人类前途与命运愈加紧密联系的现实，公民不仅要承担本国的社会

职责，而且要承担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份责任。这要求公民教育内容应包括全球

人类命运的相关议题，以引导学生关注人类的尊严和命运。如果没有批判性读写能

力，学生就往往难以达成这一目标。作为自我赋权的先决条件，批判性读写能力要求

学生在掌握多种语言的基础上，成为文本的批判性读者与生产者。学生既能从文本

内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关联性，也能发现文本外被压制的声音，进而提供关

于人类现状和社会实践的新见解，基于公民勇气来践行公民美德。

（三）基于公民勇气践行公民美德

在希望与可能的乌托邦愿景中，吉鲁认为公民勇气是一种基于民主的信念，是敢

于为不公正发声并承担风险的美德。公民勇气始于个体对苦难与压迫的反抗，始于

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与憧憬，它通过公共领域得以培育并展现出来。践行勇气的空间

并不局限于公民所处的地域，而是可以扩展至世界范围。这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希望

感与责任感，而且推动学生去寻求最大可能性的正义愿景与空间，成为自觉承担民主

公共生活责任的批判性社会主体。

公民勇气意味着学生要树立为实现民主社会而采取积极行动的意识，折射出吉

鲁的批判性精神与杜威的民主精神、弗莱雷的解放精神的一致性追求。杜威曾呼吁

美国要大力开展公民教育，彼时的美国正处于移民浪潮兴起、女性意识觉醒、工人阶

级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三重奏中。杜威希望通过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幸福美

好生活的目标。“教育应朝着民主社会的要求，引导儿童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从而使

新生一代符合和满足民主社会的希望，学校为发扬民治精神而存在，为市民幸福而存

在。”［20］吉鲁也指出，“如果你自认为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你的责任就是改造社会。”［21］

吉鲁反对将学校师生视为社会文化资本再生产者的观点，在他看来，教师与学生

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吉鲁坚信，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适应社会，而是为了变革社

会。弗莱雷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它压制了人们的能动性。而教育则提供了自我

反思的条件，为人们创造了批判性审视、塑造自身力量的广泛可能性。［22］与弗莱雷一

样，吉鲁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与剥削，希冀于通过教育奠定抵抗资本主义的

基础。在《抵抗教育学：反抗人为制造的无知》一书中，吉鲁进一步指出，“抵抗不是从

改革资本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废除资本主义开始的。”［23］他想要通过民主的社会主义

替代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平等，而这一目标离不开公民的努力，更离

不开公民教育的顺利开展。

激进人文主义和批判性思维为公民采取民主行动提供了知情判断的条件，而公

民勇气则是民主行动的加速器。没有公民勇气，空有公民理性与公民关怀，公民行动

永远也无法付诸现实。为此，吉鲁围绕理性、关怀、美德构建的公民教育观，在实质上

彰显了公民身份所具有的解放意蕴。公民身份的培育成为一场道德觉醒运动，这场

运动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命运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意味着公民责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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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局限于国家，也不再局限于种族和文化的边界。培育公民的教育也不再只是各个

国家内部的事务，而是指向减少全球压迫与不平等的伦理实践。

三、理论、角色与身份：吉鲁公民教育观的实现路径

古希腊时期，城邦教育本质上具有政治性与规范性，公民教育是为了让人们在追

寻自由的过程中形成道德。公民要想参与社会活动，就要拥有智慧，涵养道德感与正

义感。在吉鲁看来，如果用古希腊时期的公民教育宗旨对当前美国公民教育进行价

值判断的话，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显然并不成功。美国的公民教育要想冲破新自

由主义文化和实证主义文化的藩篱，就必须发挥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效力，重新定义学

校角色和师生身份，以便实现公民教育的使命担当，为民主社会的建立创造可能与希

望。

（一）发挥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效力

吉鲁所发展的批判教育学是关于教育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理论假设，他在批判现

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勾画出了民主、公正、平等的“乌托邦”图景。批判教

育学重视对权力、权威、欲望等方面的抗争，主张人们学习如何治理社会而不是“被治

理”。公民教育的最终指向是培育出能够批判性参与公共生活并同情他人境况的公

民。从目标来看，批判教育学与公民教育有着同样的理想；从性质来看，批判教育学

是一项关乎道德和政治的实践，而公民教育也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此，公民教育和

批判教育学具有天然的联系，二者的联合无疑会成为批判的和伦理的力量。

吉鲁既有对弱者同情的教育关怀，也有对人类的苦难和压迫说“不”的勇气。近

年来，吉鲁致力于将批判教育学转化为公共教育学，旨在“让教育学更好地为全球范

围内的民主进步发挥作用，以挑战传统话语和权力的支配与确认”。［24］在吉鲁看来，理

论的价值就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变革力量。但是，学术界中的理论却容易滑入“理论

主义”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理论要么走向“为了理论而理论”的道路，要么沦为学

术晋升的手段。对吉鲁来说，理论的变革力量不仅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在于能

够发现并回应社会问题，为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广泛的可能性。“作为批判和分析的模

式，理论如同一套工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所产生的情境的影响。但是，它永远不

会受制于情境。它有自己的远景和目标，有自己的实践成分。”［25］吉鲁指出，理论虽然

是为了解放的实践，但是仍然需要与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理论才能既保

持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又能描绘出教育未来的理想图景。

具体而言，吉鲁所创造的批判教育学致力于跨越学科界限，通过批判性与可能性

语言的结合洞悉教育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此挑战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实

践。批判性语言虽聚焦于教育的不公正与不平等，但如果只有批判性语言，对公民身

份的理解和民主社会的建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可能性语言展现教育的“乌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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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想象。吉鲁指出，想象更加美好的未来并非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是植根于现

实与希望之中。可能性语言承载着教师和学生能够在学校内外参与的公共议题，体

现了他们对民主参与话语权的拥有。总而言之，批判教育学具有的批判性特质使其

处于生成之中，始终保持着敏锐的判断力与感受力，致力于教育与社会美好未来的实

现。

吉鲁的批判教育学超越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理论与实践话语，强调历史意识的

生成，使得过去从未消逝，并与现在、未来建立起有机联系。“批判基于历史理解，历史

理解又离不开集体的沟通和对话。”［26］批判植根于历史意义的彰显，正是在对历史的

理解与阐释中，批判意识才得以发展。如果缺乏历史意识，思维就会淹没在历史的碎

片之中，难以对塑造人们日常生活的因素进行判断与分析。解读历史能够直观地显

现出人类所处的境况，唤起公众特别是边缘群体所遭受苦难事实的回忆，进而对造成

苦难背后的因素进行批判性分析，以便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

现。概言之，批判教育学的批判视角和理论关怀为公民教育的实现提供了想象的空

间和斗争的武器。

（二）回归学校的公共领域角色

“公共领域”的提出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在这一著作中，

亚里士多德视“城邦”为至善至美的公共领域。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是去私人化

与个人化的空间，“公共”意味着某一领域的“显现”。在这种空间中，“事物走出被遮

蔽的存在之黑暗并一展其貌，因此，即使是照亮了我们私生活和亲密关系的微光，也

最终来源于公共领域更耀眼的光芒”。［27］公共领域为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有助

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

“公共领域是指教会协会、工会、社会运动和志愿协会等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些

领域中，对话和批判为培养民主情感和习惯提供了条件。”［28］吉鲁认为，公共领域的价

值就在于其拥有解放的希望与变革社会的前景。然而，近年来，美国的公立教育越来

越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冲击，忽视公共利益而追逐私人利益，使学校变成了想象力

与民主的荒原。这种教育模式与政策背离了教育目的，将公共领域沦为工具性空间，

个体的自我发展则异化为对个人私利的不懈追求。因此，吉鲁呼唤学校应回归教育

的公共性质，承担起为学生提供知识、培育品格、丰富道德见识的社会责任。

作为公共领域，学校聚集着来自不同阶级、种族、性别等方面的群体，进行社会、

文化再生产时必然充满着竞争与冲突。学校传递的知识是经过合法化选择与排除

的，因此它并不是脱离了政治与文化的“价值无涉”场所。“学校既是可以提出问题、发

展教学法、形成代理模式等为数不多的公共领域之一，也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公民意

识和道德意识的最有价值场所之一。”［29］置身于现代性体制所编织的全球化网络中，

公民教育应引导学生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开阔的认知视野积极讨论全球性公共议

题。只有将公民身份植根于公共生活可能性的信念与希望之中，人们才能在公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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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形成民主共同体，才能愿意为提升个体的生命意义、达成人类共同利益而付诸行

动。为此，学校所开展的教学活动应是批判的、对话的，积极引导学生批判性地反思

官方知识的选择、权力控制、文化影响等问题，鼓励学生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将批判性

分析、希望性变革的对象扩展至学校之外的整个世界。

（三）推动教育者成为转化性知识分子

按照吉鲁的观点，教育者自身拥有的教育经验丰富与否影响着学生经验的形成。

因而，教育者的身份问题就成为公民教育的重点。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者自身业已

成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其教育实践与学术贡献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于民主

社会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公民教育的政治属性要求教育者自身成为转化性知识分

子。只有如此，教师的教学才能增加学生关心社会并付诸社会行动的可能性，使之有

机会成为民主社会所需的批判代理人。

教育者要想成为转化性知识分子，应先明确转化性知识分子的角色和责任。不

同于知识分子是专业性专家群体的观点，吉鲁认为每个个体不仅有能力进行批判性

思考，而且能够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教育

者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培养学生成为富于批判性、参与性的公民，使之拥有知识和勇

气去斗争，以使随波逐流与犬儒主义失去信服力，并使希望切实可行。”［30］具体而言，

教育者应在日常教学活动和学术工作中履行好教师与公民双重身份所赋予的责任和

使命。既要积极突破自身领域的界限、批判性地参与公共生活，又要将学生看作可以

为自己行动负责的能动性主体，并将自身的批判性思维素养与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

从制度层面来看，转化性知识分子身份需要教师获得“赋权”的机会而不是处于

无权状态，以此激发其创新教学活动、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吉鲁认为，获得“赋权”

机会的教育者拥有了课程制定的话语权，有权力创造与家长、社会合作的条件与机

会。同时，教育者必须承担起将教育教学与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责任，教会学生分析

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这一任务在教育中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愿意承

认现实世界、对权力负责、参与道德见证、打破常识的连续性，以及挑战反民主制度、

政策、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公民在场，就没有真正的民主”。［31］

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教育者需要意识到学生的差异性。“教育的出发点不是孤立

的学生，而是处于不同文化、阶级、种族、历史与性别情况下的个人和群体，以及他们

各自不同的、具体的问题、希望与梦想。”［32］不同的历史状况、社会境遇构建了学生的

不同经验与身份差异，作为富有改造精神的知识分子，教师应通过差异范畴理解意识

形态与社会实践对学生主体性的塑造，积极创造条件以帮助学生在历史中定位自己

并重视他者，最终使学生学会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世界。同时，教师也应该激励学生以

全球眼光来思考差异范畴，从而在差异中找到共识，拓展民主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如果公民教育要实现解放的旨趣，那么教师就不能只教导学生适应社会，还要培

养学生改进社会的能力。基于此，教师在实践中应避免弗莱雷所说的“储蓄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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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设计批判性课程，以便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教师需要承担

起转化性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传递既有知识的同时能够依据公共议题创造新知识，使

学生具备未来公民所需的思维能力与行动意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还需将自身的

体验融入其中，通过反思和行动将公共价值观传递给学生，从而培养学生批判性分析

社会与时代问题的能力。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不再是“沉默者”，而是通过批判性

思维的助力，成为分析社会乃至世界公共议题的“发声者”。

（四）培养学生成为全球公民

“教育应该培养学生进入职场的技能，但它更应该教会学生辨认和挑战非正义现

象以及违背或破坏自由、平等、尊重等基本原则的行为。”［33］教育理应传递对公民的价

值观、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认识，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人类文明

的繁荣。吉鲁着眼于全球社会的民主状况构建公民教育观，提出了培养全球公民的

目标。在他看来，全球公民不仅是关涉权利和资格的政治问题，而且是缩小全球民主

承诺与现实之间差距的道德问题。［34］在吉鲁的公民教育观中，学生不再是单纯的“被

管理者”，而是具有全球意识的反思者和行动者。学生不仅要学会将私人考虑与公共

议题相联系，而且要思考如何使世界变得更加公平正义。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日益增加，全球意识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愈加凸显。相比于新自由主义导致“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主义逻辑，全球意识作为

一种追求共识、尊重差异的人文意识，更加关切人类的共同福祉。它体现了人类共同

价值的理性自觉，蕴含着承担共同责任的伦理道德。全球意识是全球公民身份的必

然彰显，吉鲁认为，学生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努力发展全球意识：

一是成为差异边界的跨越者。种族、文化、学科等形成了差异边界，全球公民意

味着学生应跨越这些边界，批判性地认识、理解、处理差异问题。差异边界不仅向学

生开放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历史和空间，而且能让学生认识到身份是如何的脆弱。［35］跨

越差异边界是为了推动个体和群体的身份认同，是为了产生信任与团结，而非制造对

立与排斥。学生可以通过多元化方式获取知识，扩大认知视野，从而意识到差异的存

在，并在跨越差异边界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

二是批判性地审视历史。历史既代表过去，又指向未来。历史的动态生成要求

学生依据总体性范畴把握历史事件，“要想在具体现实中完全理解历史对象，就必须

把握历史事件的总体性。如果人们没有看到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形成和逝

去的多元面相，那么理解它是不可能的”。［36］总体性范畴强调意义与关系是理解历史

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概念，学生所阅读的历史文本形成于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与资

料的选择，这一历史记录的过程产生了历史自身的意义，表明了构成社会现实的是关

系而不是物质。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审查和群体记忆的唤醒，学生才能够获得行动的

经验与解放的信念。

三是敢于质疑知识。质疑精神有助于学生反思知识的产生条件，进而明晰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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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当前，美国市场原教旨主义严重威胁着民主的实现。

鉴于美国“社会原子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与对他者的同情也愈加

式微，吉鲁主张学生应该在教师的帮助下审查知识与权力机制的关系，自觉地抵抗个

人主义逻辑与市场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为此，学生必须采取批判的立场分析知

识的局限性，打破知识权威，使知识真正地成为认识自我、认识他人和社会的工具。

四、批判、发展与推进：吉鲁公民教育观的学术贡献

道格拉斯·凯尔纳曾评价道：“吉鲁的作品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关涉当代许多

‘重大’问题。他将个人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专注于当今社会的关键问题。”［37］

吉鲁身体力行地承担起“转化性知识分子”的角色与使命，致力于通过教育理论与实

践创造使社会秩序更加人道公正的条件和关系。具体到公民教育领域，吉鲁在批判

保守与激进公民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公民教育的理论范式，推进了公民教育的

研究。

（一）批判了保守与激进的公民教育理论

吉鲁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的公民教育理论服从于保守的实用主义，导致与社会赋

权和积极公民身份相关联的话语让位于工具性话语。［38］这种工具性话语重视商业利

益与个人私利，导致学校不但未能成为批判性的公共空间，反而化身为保守性公民教

育的堡垒。保守主义者否认了学校培育公民的功能，只关注学校为市场培训所需劳

动力的职能。事实上，保守主义者之所以无视美国学校和社会结构背后根深蒂固的

不平等，根本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现状而非推动民主的进步。这种工具主义逻辑在学

校教育中体现为如下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公民教育地位的日益边缘化，另一方面是注

重专业技能的职业培训日趋盛行。

鲍尔斯、金蒂斯、布迪厄等激进教育学者着重阐释了学校通过正式课程、隐性课

程再现主流社会不平等的运作方式。在吉鲁看来，这些激进教育学者对学校的运作

方式提供了重要见解，但他们的理论缺乏全面性与批判性。具体而言，这些激进教育

学者一直未能构建起将学校教育与民主公共生活相联系的理论体系，他们对权力、社

会控制和大众斗争等概念也持有一种消极态度。在他们的理论中，权力通常被定义

为一种有利于支配利益的负面力量，这种力量对它所触及的任何事物都会留下或强

或弱的控制印记。

吉鲁超越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公民教育话语，将公民身份视为一种与权力和意

义密不可分的历史实践。在他看来，权力不仅产生负面力量，而且具有积极影响。换

言之，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应被视为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必须植根于让世界变

得有意义的话语之中，否则，权力就被归入统治范畴中。［39］作为权力关系的表征，公民

身份意味着公共领域和共同体是围绕着平等正义、人类生命价值而形成的。在吉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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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公民身份也需要被理解为意义形成的政治过程，以及道德规范和文化生产的过

程。公民教育不仅向青少年提供信息、赋予其批判能力，而且鼓励他们基于伦理和社

会道德采取集体行动。

（二）发展了公民教育的理论范式

吉鲁认为，审视教育思想最有价值的方式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库恩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虽未对“范式”进行明确界定，但总体来看，它是指“具有整体性

的认识世界的框架与价值立场”。［40］根据库恩的“范式”概念，吉鲁的公民教育理论范

式具有批判教育学者鲜明的特征，即以批判教育学为理论框架、坚持抨击资本主义的

价值立场。

作为北美为数不多的致力于宏观抽象层面而非实证研究的学者之一，吉鲁开拓

了教育学以及公民教育模式的新领域，摆脱了局限于教育再生产功能的批判研究状

况。［41］一直以来，变革还是维持社会现状这一问题成为教育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取向

内含于理论框架内，反映了可知与未知领域中所蕴藏的改变的可能性和空间。吉鲁

将变革社会的取向作为构建公民教育观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由于公民教育具有

政治性与规范性，公民教育理论也必须关涉政治和社会问题。吉鲁结合历史批判、批

判性反思和社会行动，将公民教育理论与现实的问题置于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内

进行分析。理论框架是一组过滤器，人们通过过滤器来看待信息、选择事实、研究社

会现状以及解决现实问题。［42］在吉鲁看来，批判教育学不仅发挥着批判的功能，而且

蕴藏着转化的力量，能够在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

吉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抨击，试图在追求民主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构建公民教育

观。吉鲁坚持公民是社会行动者、世界是彼此联系的空间，主张美国社会大众应生活

在充满平等与正义的社会中，但现有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却不能为人们提供这样美

好的社会图景。吉鲁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既不能满足人们的民主需求，也不能解决

社会问题，反而制造着社会的苦难。面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技术理性逻辑主导美国

公民教育的现状，吉鲁基于对人的能动性、对希望的信心，提出了批判的公民教育观

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在吉鲁看来，希望是开辟斗争场所与反抗压迫行为的关键力

量。希望必须与实践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才能为运用批判性思

维、开展负责任的行动创造条件。

（三）推进了公民教育的研究

“长期以来，吉鲁努力探索具有理论、政治和教育意义的问题，其著作产生了持续

不断的影响。”［43］就公民教育研究而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借鉴吉

鲁的批判教育学理论框架范式，开展关于少数群体的公民教育研究。有学者试图为

非裔美国儿童的公民教育寻求一种解放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以将少数群体儿童培育

为具有创造性思维和积极活跃的社会公民。［44］有研究者基于吉鲁视教育为道德实践

的观点，反思葡萄牙裔加拿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产生的疏离感问题，探索该群体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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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化和人性化维度。［45］有研究则形成了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公民

教育框架，该框架由能动性、对话、批判性和解放知识四个要素构成。这一框架的哲

学基础植根于批判教育学的价值观和原则，旨在帮助年轻人发展知识、技能和品格，

使他们能够为全球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解决共同努力。［46］

二是运用吉鲁公民教育观的具体观点，探索公民教育的实施问题。基于吉鲁视

学校为重要公共领域的观点，有学者探索了将课堂转变为公共空间的方式。［47］基于吉

鲁的“赋权”观点，有研究考察了民族国家在公民身份构建中的作用，提出赋权是实现

民主和公民身份的有效方式。［48］基于吉鲁的“批判公民身份”和弗莱雷的“良知”，人们

探讨了批判公民意识的形成，批判性审视了美国公民参与社会机会程度的现状。［49］有

学者认同吉鲁驳斥美国狭隘爱国主义盛行的观点，主张公众对国家公民身份的历史

理解需要建立在认可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础上。［50］

三是探讨吉鲁公民教育观的不足之处，深入思考相关问题。理论在对话与交流

中才能更具有生命力，创造出富有智慧的洞见与知识。吉鲁的公民教育观虽然表现

出一定的深刻性与批判性，但其观点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吉鲁的

公民教育理论缺乏实用的具体教学模式，对其实践指导作用感到担忧。［51］吉鲁的公民

教育观中也存在着逻辑悖论，如果教师作为对学生进行成绩测试与分类管理的实施

者，无形中参与了学校的压迫功能，那么教师会反抗这种技术理性主导的教育改革

吗？［52］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质言之，吉鲁公民教育观的提出，

意在改善美国公民教育的实践现状，为其提供原则性规范与价值性引领，通过批判转

变教育工作者的认知视野与思维方式，进而推动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与解放。

21世纪，全球范围内种种不确定性的增加，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缺乏、贫困与疾病

等问题都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中蕴含着价值诉求的二元张力，如民主与反民

主、国家认同与全球意识、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均与公民教育息

息相关。人类在改造现实的同时，现实也在塑造着人类。如果要避免人类成为“单向

度的人”抑或“社会原子化”的个体，教育就应在促进人性复归和意义生成方面发挥自

身的人文价值与社会功能。教育的变革力量与价值理念的革新息息相关，吉鲁的公

民教育观为公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思维的启迪与实践的指引，但也存在着有待进一

步反思的空间。比如，如何设置培育全球公民的课程？如何保证知识选择的正义性

以彰显民主精神？如何有效利用全球空间实施公民教育？基于追求共同价值与共同

利益的人类意识，公民教育应立足于全球视野变革教育理念，培育具有批判性思维、

激进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富于公民勇气的全球公民，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

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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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Giroux's View on 
Citizen Education

QI Dongfang，GUO 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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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American critical educator imbued with a critical spirit and democrat⁃
ic ideals，Henry Giroux astutely identifi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American civic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erosion of its ideals and the concealment of its political nature. These chal⁃
lenges hinder 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 essential to a democratic society. To address this，
Giroux develops his perspective on civic education through three key dimensions： rationali⁃
ty，care，and virtue. He emphasizes fostering crit-ical thinking to cultivate civic rationality，
advancing civic care grounded in radical humanism，and practicing civic virtues through 
the courage of citizens. Giroux seeks to realize his ideal vision of civic education by leverag⁃
ing the theoretical power of critical pedagogy，reestablishing schools as public spheres，and 
encouraging educators to serve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Giroux's per-spective on civ⁃
ic education emerges from a critique of both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civic education theo⁃
ries. By advanc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ivic education and deepening its research，
Giroux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c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
baliza-tion. His work contributes to cultivating citizens capable of driving social progres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Henry Giroux；civic education；view on civic education；critical pedago⁃
gy；global 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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